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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偈赞文学的歌辞特征及其流变

徐 湘 霖

内容提要 敦煌偈赞文学在本质上应属于音乐文学范畴。本文试从音
ˇ
乐方面探寻

偈赞的歌辞特点。偈赞歌辞明显的音乐特征是:这些偈赞歌辞载有
“
平
”
、
“
侧
”
、
“
断
”
、

“
吟
”
等呗赞声法的标识 ,具有吟唱性质 ;和声的加入 ,是齐言偈体向杂言赞辞变化的一

个重要途径 ;偈赞文辞形式的差别 ,应看作曲调音乐形式的变化。偈赞体的流变,即 是

偈赞的谣歌化和曲子化 ,梵音的歌调化。表明敦煌偈赞在隋唐五代兴起的俗讲、唱导

的发展中不断地俗乐化。这个通俗化又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 ,即胡化与华化的同时

进行。

关键词 偈 赞
:呗
赞音乐 吟 杂言形式 和声 谣歌 曲子

偈与赞 ,是佛教文学中的两种样式 ,一般认为只是一个文学内容的概念。殊不知正如词的产 ,

生一样,在早也是配乐歌唱的,唐以后才逐渐脱离音乐,变成诗文的余响。偈赞在从西域传入之 |

初,也是付之歌唱的,有声腔曲调 ,有声法标识 ,兼有乐器伴奏种种。历来就有
“
东国之歌也 ,则结

韵而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 ,而并以协谐钟律 ,符靡宫商,方为奥妙
”
之

说 (粱慧皎~高僧传泣偈赞既为音乐文学 ,兼有音乐与文学两种因素。作为内容因素的偈赞文学,主

要用于礼佛、颂佛等佛事活动 ,反映佛门生活种种方面,这在《敦煌文学》(周绍良先生主编)中多

所论及。本文试就作为形式因素的偈赞音乐现象作一粗略的探讨,以期从另一角度来考察这种偈

赞体文学的特征。

然而千百年来音乐的流传和变异由于缺乏记录它的物质手段和工具 ,可以说大量的歌谱、歌

法己经失传,无疑给有声文学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在敦煌发现的宝藏中,数量极多的偈赞充

满写卷。这些歌辞文献 ,却意外地给我们留下音乐的痕迹。代表一定声腔曲调和乐曲节奏的歌辞

形式、句式变化、声法标识以及声韵字声等等就为我们研究偈赞音乐特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偈,是梵文
“
偈陀
”(Gatha)的 简称,义译为颂 ,故往往偈颂联称。偈为佛经和礼佛中的唱诵

词。通常偈有三义,根据隋僧吉藏解释,其一 ,“通偈
”
,即 由梵文三十二音节构成,不问长行或偈

:

颂,数经三十二字满便是一偈;其二 ,“别偈
”
,不问五言、六言、七言,但令四句满便是一偈;其三 ,

“
竭
”
,明义竭尽,便可称偈。因此 ,凡赞叹佛德,阐述佛理的有韵或无韵诗,大体整齐 ,便可称偈。敦

煌偈颂在敦煌遗书中约占八十多个写卷,属于
“
通偈
”
的情况较少,大多数偈颂属于后二种情况 ,

均为单行 ,押韵,音节流美 ,不拘四句 ,亦不拘五、六、七言。这表明原始佛教偈颂传入敦煌后已突

破
“
四句为一偈

”
的旧有模式,变得较为自由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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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颂的歌唱音乐 ,大体属于佛教呗赞音乐系统。敦煌偈颂在运用呗赞音乐歌唱时具有三个显

著的特征。

第一 ,吟唱性质

拟调名《三冬雪》所载歌辞 :“共邀流辈 ,同出精蓝,讽宝偈于长街⋯⋯一回吟了一伤心 ,一遍

言时一气咽
”
;拟调名《千门化泸两两共吟金口偈 ,三三同演梵音诗

”
清楚地表明偈是吟唱的。任半

塘先生也说 :“偈是吟唱之体 ,其发声之程度 ,不止于诵念。凡注明曰
‘
偈’,或
‘
偈诵
’
或
‘
偈言’者 ,

亦表示是吟唱。
”
(《唐声诗M㈨ 页)

这种
“
吟
”
,显然是区别于诵念的,带有明显的歌唱性质。《维摩诘经讲经文》有

“
齐声而并演宫

商 ,合韵而皆吟法曲
”
。法曲,指梵乐,即佛教呗赞音乐 ,可见

“
吟
”
分明属于音乐的 ,而不是用于朗

诵 ,而且自古以来
“
吟
”
就是一个音乐术语 ,单用朗诵是解释不了的。李白诗有

“
客有桂阳至 ,能吟

《山鹧鸪》
”
,高适诗有

“
常吟《塞下曲》

”
,《山鹧鸪》、《塞下曲》皆曲子名。寒山诗

“
独吟歌曲绝无忧

”
,

又
“
吟此一曲歌

”
;颜真卿《魏夫人仙坛碑铭》:“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鼓、吹箫 ,合节而

发歌
”
;《教坊记》所载曲调名中 ,还有《沪水吟》、《碧霄吟》、《吴吟子》。这说明

“
吟
”
不仅依乐声而成

歌调 ,而且还常用于曲子歌唱。

第二 ,敦煌偈颂的吟唱比之民间的吟唱 ,不仅具有特殊风格而且具有特殊声法

这种独特的风格与声法乃是由佛教呗赞音乐的性质所决定的。《智度论》十三云 :“菩萨欲净

佛土 ,故求好音声。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 ,其心柔软 ,故受化易。
”
故朱湾听转《法华经》歌曰 :“梵

音 ,妙音 ,柔软音。
”
其音乐之幽远美妙 ,“清切婉丽

”
,不少经典上均有记载。《大无量经》有

“
清风时

发 ,出五音声 ,微妙宫商 ,自 然相和
”
。慧皎《高僧传》十五

“
故能炳发八音 ,光扬七善 ,壮而不猛。凝

而不滞 ,弱而不野 ,刚而不锐 ,清而不扰 ,浊而不蔽
”
。是以
“
怡养神性

”
,可谓
“
梵音深妙 ,令人乐闻

者也
”
。
“
梵音 ,海潮音 ,胜彼世间音

”
,可以想象其乐调所具有的感染力。

这些美妙的梵呗之声当时如何吟唱的 ,虽然从现在保存的智化寺法乐尚可听到其余韵,但经

过千百年来音乐的流变 ,已大大丧失了原有风貌 ,仅从六朝到唐代的文献中大致可寻绎出一些有

关这种呗赞声法的记载。《高僧传 ·经师篇》云南齐释法邻
“
平调 ,牒句 ,殊有宫商

”
,云粱释智欣

“
善能侧调

”
,“起掷荡举 ,平折放杀 ,游飞却转 ,反迭娇弄

”
。《宋高僧传 ·读诵传论》云 :“ 北则竺

兰 ,始直声而宣剖 ;南唯僧会 ,扬曲韵以讽通⋯⋯此曲折声之效也。若乃盘持少句 ,薄拘短章⋯⋯

此直置声之验也。
”
这实际上就是佛教八音声法的具体运用

[I]。 敦煌写卷中大约三十几个卷子都

标有
“
平
”
、
“
平侧
”
,“断侧
”
、
“
平吟
”
、
“
侧吟
”
、
“
吟断
”
、
“
平诗
”
、
“
断诗
”
等音曲符号 ,另外还有梵语点

和曲折线音符 ,可视作使用呗赞声法的标识。这些写卷大都是讲经文、变文、唱导词、话本及其他

佛教唱辞 ,均为僧侣所用的讲唱底本。这些音符标识常与偈颂赞辞相联系,如《维摩诘经讲经文》

中
“
平诗
”
标在
“
魔王有偈

”
后 ;“断
”
标在
“
有偈告文殊曰

”
后面 ;《庐山远公话》的

“
偈
”
之上 ,也有

“
古

吟上下
”
等音符标识 ,说明偈颂的吟唱必须按照一定的音曲规则进行。

中唐法照《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对梵音点和曲折线标识有进一步的解释 :“正五会念佛

声,势点大尽长者即是缓念 ,点小渐短者即是渐急念。
”
而其文中有关

“
五会念佛法

”
的描述 ,如

“
第

一会时平声入
”
、
“
第二极妙演清音

”
、
“
第三盘旋如奏乐

”
、
“
第四要期用加今

”
、
“
第五四字转急念

”

等等 ,则可理解为对
“
平
’’JJ经
平
’’JJ侧’’g侧

吟
’’JJ断”
等音符涵义的具体解释。其中

“
断
”
,诸家考证不

一 ,概略有两种说法 :其一可能是法事开场时所用的一种梵呗,此种梵呗有
“
止息喧乱便利法事进

行的作用 ,故义译为止断或止息
”
(《中国佛教》第九辑《赞呗》篇);其二可能指

“
极妙演清音

”
的第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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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法。

由此可见 ,大量的敦煌偈颂辞 ,乃是按西域佛教
“
音曲
”
之法歌唱的。尽管制作者是中国的僧

侣,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它们同中国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具体乐种来看 ,它们仍

属于独具风格和独具特色的佛教呗赞音乐。

第三 ,吟唱的谣歌化与曲子化——敦煌偈颂的变异

敦煌偈颂体的变异从内容上已超出礼佛、颂佛的范围,涉及道家、世俗人生等领域。从形式上

看 ,也不止于偈体、乐府体、律绝体、排律体、骈赋体、五言、七言、八言、长偈、短偈 ,蓬勃滋生出五

花八门,丰富多采的体式。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变异 ,不仅说明偈颂体文学表现的丰富性 ,同时也

意味着佛教音乐在当时普及与流行的程度。佛教音乐的普及是-个双向交叉过程 ,一方面体现为
佛教呗赞音乐对其他文学艺术领域的渗透 ,另一方面又体现为佛教音乐对民间谣歌和曲子的借

鉴。

敦煌偈颂的体制 ,短则五言四句、七言八句 ,长则数十句 ,最长的一首为唐善导的《愿往生礼

赞偈》,全偈三百余句 ,以七言为主 ,杂以五、六、八言混合组成 ,每章节皆以
“
至心归命礼

”
起 ,以

“
往生安乐国

”
止 ,偈中有白,互相发明。此外 ,还有唐弘演《赞普满偈》,十首联章 ,每首七言八句 ,

完全是格律化的诗偈。唐代歌辞中原有长篇谣歌一体。如李白《白头吟》七韵二百四十字 ,徐彦伯

《淮亭吟》四韵一百二十五字 ,卢仝《樵客吟》四韵一百零六字。这些题为
“
吟
”
,实为
“
依调作辞

”
的

谣歌 ,表明吟的谣唱是造成长篇谣歌的一个途径。而佛门的呗赞吟唱 ,正是借助谣歌吟唱的随意

性 ,自 由性 ,“按意之至而有短长
”
,由此成就了敦煌偈颂体的长篇巨制。

敦煌偈颂体尚有一种不必用于法令仪事 ,或不附着于佛经讲唱独立成篇的偈颂体 ,这种偈

颂 ,则是采用民间流行歌曲来演唱 ,如《五更转》、《太平颂》等。《五更转》是民间俗曲调 ,自隋至唐 ,

它一直是一支商调曲,在唐代选为法曲,因此被僧侣采作歌调 ,并不偶然。此外还有些曲调 ,如《泛

龙舟》、《倾杯乐》、《禅曲》等 ,均产自民间,而后又常被释门采用。这些乐曲,具备一定的章曲形式 ,

音乐性较丰富 ,已不是简单的
“
吟唱之曲

”
,故应与偈颂中的

“
吟唱
”
、
“
谣唱
”
相区别。

下面 ,我们再谈谈敦煌赞体的特征。

赞 ,梵语谓之戍怛罗(Stotra)。 赞与偈的功用一样 ,均用于法会仪事道场中礼佛、赞佛的歌

唱。偈体既有
“
联美辞而歌颂之者

”
,赞体则
“
从文以结音

”
(《法苑珠林))卷八),音乐均采用佛教呗赞

音乐 ,慧皎《高僧传》曾作明晰的分别 :“天竺方俗 ,凡是歌咏法言 ,皆称为
‘
呗
’。至于此土 ,咏经则

称为转读 ,歌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 (指我国佛徒)既与俗违 ,故宜以声

曲为妙。
”

敦煌
“
赞”的声曲如何 ,比较

“
偈
”
,大致有三个特征。

第-,杂言形式

敦煌赞辞 ,在敦煌卷子中约有 190多个写卷 ,包括梵赞和汉赞 ,其中梵赞仅有一个写卷《梵音

佛赞第五》,其余均为汉赞。这些汉赞大多为五、七言语句 ,押韵 ,分章曲。如《太子入山修道赞》第

一章 :

一更夜月良(凉 ),东宫见道场。幡花伞盖月争光,烧宝香。

共奏天仙乐,皈资(依 )用 (咏 )宫伤(商 )。 美人无奈手头忙,声绕粱。

太子无心恋,闭 目不形相。将身不作转轮王,只是怕无常。

这套五、五、七、三句式的赞词 ,每章皆以三道曲组成 ,同用一韵 ,并以第一首为主曲,叶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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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余二首为辅曲,叶三平韵 9共十章。

再如《十恩德赞 ·第十究竟怜悯思》:

泪流满千行,爱别离苦系心肠。忆念似寻常。十恿德,说一场。人闻争(怎冫不悲常(伤 )。 善男(子 )善女

(子 )审思量,哲愿辜父(负 )阿耶娘?

全赞共十章 ,每章以二首曲组成 ,一为主曲,句式为五、七、五 ,一为辅曲,句式为三、三、七、

七、七 ,一韵到底。

从敦煌偈到敦煌赞辞的一个显著变化 ,就是从一种句式整齐的宗教吟唱发展为杂言形式(更
\

多是采用三、三、七、七、七句式),成为赞辞常用体裁。这使我们有理由推论 ,尽管这一批音乐作品

总体上属于西域梵声系统 ,但由它们的辞式变化 ,不能不理解为民间歌谣影响下的新的佛教歌唱

的产物。而偈赞文辞形式的差别 ,应该看作曲调音乐形式差别的表现 ,因为采用不同的乐曲 ,配以

不同的歌辞 ,势必影响篇幅体制和节奏。作为音乐文学的偈赞 ,起决定作用的是音乐的形式。由

于音乐的作用 ,齐言可转化为杂言 ,杂言也可转化为齐言。这就是曲式变化决定文辞形式变化的

原因。

第二 ,和声的加入

初唐善导的《难思议》:

、  众等齐心请高座(往生乐),愍对智影说尊经(往生乐)。 难思议(往生乐),双林树下(往生乐),难思(往

生乐)。 道场时逢难叵遇(往生乐),无常迅速命难停(往生乐),难思议(往生乐),双林树下(往生乐),难思

(往生乐 )。

这里引四首之一 ,其余三首格式全同。皆每首十句 ,叶二平韵 ,伴唱和声辞
“
往生乐
”
逐句相

同,不入韵 ,亦与主辞不必融贯。主辞中另有和声 ,即
“
难思议 ,双林树下 ,难思

”
,随叶韵句重复出

现 ,为 自歌和声。另外 ,各调中的伴唱和声与主辞和声还可以彼此互用 ,如善导的《难思议》的伴唱

和声
“
往生乐
”
,可用作法照《往生乐》的辞首和声 ;善导《难思议》的主辞和声

“
难思议
”
,亦可用作

法照《维摩诘赞》的伴唱和声。从而可知,各种和声乐调较稳定,可作歌唱的起调之声 ,亦有代韵作

用。

再如《相观赞》:

沉沦五欲境,托阴入幽胎。巧风吹气满,(希现D形假出身来。(彩怜D
能令眷属喜,车康弄婴孩。初教掌中立,(希现D慈母逐身回。(彩怜D

此为十二首之二。每首第三句和声皆作
“
希现
”
,末句和声皆作

“
彩怜
”
。每首前皆有

“
优昙花 ,

希现:大家用心听 ,彩怜 !9句 。这种和声辞不入主辞 ,去掉和声辞 ,便是齐言。由此可见 ,和声是

造成杂言赞辞的重要一途 ,也是把佛教偈赞的吟诵提高为歌谣的一种手段。和声可以看作由于感

情需要和音乐手段表现的丰富性造成了曲调结构的多样化 ,使歌唱达到音曲谐美 ,这也是音乐性

增强的表现 :和声的加入 ,成为赞辞音乐的重要部分 ,这固然可以看作来自法会仪事中
“
主有职位

曰‘赞头
’
,主发音 ,余曰

‘
赞众
’
相从和唱

”
的佛事活动 ,然其音乐渊源仍要迫溯到民间谣歌和声的

发生。

第三 ,“梵者演为歌调
”

在敦煌写卷中,有一类民间俗曲则是直接从佛赞演变过来的。其中著名的《文溆子》曲,就是

根据讲僧文溆唱导梵呗之声谱写的 ,一时间被之管弦 ,倾动朝野。《乐府杂录》云 :“长庆中,俗讲僧

文溆善吟经 ,其声宛畅 ,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 ,乃撰此曲。巛太平广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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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杂说》则谓文宗所撰
“
上采其声为曲子 ,号《文溆子》

”
。赵磷《因话录》卷四,亦记载其曲倾动

朝野的盛况 :“愚夫冶妇 ,乐闻其说 ,听者填咽寺舍 ,瞻礼崇拜 ,呼为
‘
和尚教坊

’。效其声调 ,以为歌

曲。
”

另-类相反的情况则是佛赞直接采用俗曲子而演唱导之辞。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曾云 :
〃
京师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 ,号

‘
唐赞
’。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

岁唱导之辞。巛梁州八相太常引》即是用梁州曲调谱述佛陀成道经过八相之故事 ;《三皈依柳含

烟》即是用教坊曲《柳含烟》作佛赞三皈依 (三皈依即皈依佛、法、僧 ,佛教奉为
“
三宝
”
),《渔父》、

《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均为民间俗曲子 ,船子和尚德诚常采用这些曲子咏唱禅理 ,故被纳

入佛门系统 ,称为
“
唐赞
”
或
“
法曲子
”
。敦煌卷子中记载禅师们用得最多的还是民间最流行的《五

更转》和《十二时》。

此外 ,从敦煌文集中还透露出佛教俗讲、唱导时也大量采用民间音乐的情况 ,如《父母恩重讲

经文y酒熟花开三月里 ,但知排打《曲江春》”;《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云“云中天乐吹《杨柳》,
宫里缤纷下《落梅》

”
;《维摩诘经讲经文y紫云楼上排丝竹 ,皇□庭前舞《柘枝》”,“琵琶弦上韵《春

莺》,羯鼓杖头敲玉碎
”
。在佛、菩萨、比丘所享用的

“
天乐
”
中,居然出现这么多的流行曲调 ,真是一

件趣事。这不仅意味着讲唱的僧侣们十分熟悉这些曲调 ,不仅意味着唐代寺院音乐中经常使用这

些曲调 ,而且意味着民间俗乐也加入佛教的歌唱。

偈赞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固有的音乐歌唱特点 ,六朝时就有
“
三位七声

”
、
“
平折放杀

”
之

法。至唐代 ,随着唱导化俗业的兴起和发展 ,又有
“
今之歌赞 ,附丽淫哇之曲,敷为梵咒 ,此实新

声
”
和
“
附会郑卫之声 ,变体而作

”
的偈赞新声。这个新声 ,可以看作呗赞音乐的变异 ,即偈赞的谣

歌化和曲子化 ,体现出佛教呗赞音乐向着民间化、通俗化的发展趋势。这一通俗化的过程恰好展

示佛教艺术宣传的实质 ,即
“
入俗惟恐不深 ,汉化惟恐不透

”
。但是 ,在整个佛教音乐民族通俗化的

过程中,从西域传来的呗赞之声虽然发生变异 ,但这种变异并没有完全消融自身固有的特点。相

反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还看到了佛教音乐对其他艺术门类的渗透 ,看到它的普及 ,滋养着、浇灌

着五花八门的民间艺术产生。所以这个通俗化又是一个双向交叉影响的过程。即
“
外国之声

”
与

“
中国之声

”
的融合 ,并非互相吞并 ,互相取代 ,而是胡化与华化 ,西域化与中国化同时进行的。

注释 :

E1彐佛教八音指极好音、柔轻音、合适音、慧尊音、乐女音、不误音、深远音、不竭音。见《大方广华严经》。


